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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交通地理学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结

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究贵州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及其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

(1)县域交通可达时间表现出可达性优的县占比多与可达性差的县占比少的等级差异现象，可达性强弱与城市人口

规模呈现线性不匹配特征，呈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占比少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域占比多的相对差异较大的

“跷跷板”效应；(2)县域可达时间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且呈现以贵阳为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圈层式空间分布

格局，可达性潜力呈现以贵阳都市圈和遵义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区域强与以铜仁市、黔南州东部、黔东南州东南部、

黔西南州西南部、六盘水市和安顺市南部组成的区域弱的“马太效应”现象，经济发展核心区与经济发展水平洼地

连片带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等性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距较大；(3)以贵阳都市圈和遵义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组

成的区域是贵州县域可达性最优地区、县域可达性潜力最优地区和经济发展核心区。因此，未来应重点发展具有可

达区位优势、潜力优势和经济基础优势的以贵阳都市圈和遵义中心城区及周边县域组成的经济发展核心区，扩大对

黔中城市群的经济辐射，提升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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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既是一系列社会现象的空间集合，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1]。正因如此，交通运输与区

域经济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持续受到经济学、地理学以及政府的高度关注[2]。贵州作为长江

上游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历时 3 年，于 2015 年年底实现了 88 个县域通高速的目标，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

省份[3]。近年来，随着贵州路网体系的逐步完善，改善了区域的交通可达性，增强了县域之间的空间联系并提升了县域经济发展

水平。所以，探究贵州县域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对于指导贵州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意义重大。 

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
[4-6]

。在此议题中，以道路为连接线组构的路网体

系是交通可达性测度的前提。根据流动性和可达性等级的差异，道路则有类别之分，例如具有较高移动性的高速公路，提供直

接的路线，到达特定的目的地，这样的道路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潜力[7]。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道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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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和可达性水平差别很大[8]。在需求方面，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小的人口规模的地区，可达性往往是比较差的；反之，经

济发展水平高与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可达性较好。在供给方面，较低发展水平或经济规模小的地区，地方公路投资速度则会滞

后或减缓；在更高发展水平或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政策制定者则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建设更高的流动性道路，从而促进经济发

展[9]。投资时效与策略的不同，即便区域路网体系在逐步完善，也会因为投资速度的不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不均衡性特点。 

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等级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理尺度特征[10-12]。但是，不同尺度下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却有差别。省际

尺度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或低的省域，若以地级市为单元，经济发展水平仍参差不齐[13]。例如，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省域，若以市域为尺度，则会发现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仍然存在[14];贵州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

域，若以县域为尺度，则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也存在[15]。因为不同区域的路网体系连通性是趋异的，经济发展则会出

现差异特征，所以交通可达性(路网体系是可达性测度的数据基础)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学者对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案例，多集中于长三角地区[16]、江苏省[17]、山东省[18]、山西省[19]、河南省[20]、

湖北省[21]、成渝城市群[22]等平原地区，对无平原支撑的地区研究较少，甚至没有研究案例。因此，以无平原支撑的贵州省(喀斯

特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尺度分析现阶段贵州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及其空间格局。理论上为县域交通可达性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提供高原山区的实证案例，为贵州县域经济发展与路网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具体是通过计算贵州县

域可达性时间、可达性潜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系数进行回答。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东部，地处地势起伏较大与山脉众多的云贵高原，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

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全省国土面积 17.61万平方公里，辖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毕节、铜仁 6个地级市，黔东南、

黔南、黔西南 3 个自治州，共计 88 县域(县、区、县级市),其中少数民族自治县 11 个。据 2021 年全国七普人口数据显示，贵

州常住人口达 3856.21万人。2020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为 17826.56亿元，比上年增长 4.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 49206

元，比上年增加 2773元。2012年以来，为加快把贵州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的步伐，贵州开展了高速公路建设

三年大会战，并于 2015年年底实现了 88个县域通高速的目标，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截至 2020年年末，全

省公路通车里程 20.67万公里，比上年末增长 9.6%,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7607.00公里，增长 8.6%,形成了不同等级道路组建

的路网体系，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2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 1:400 万公路交通版(2009 年)》地图、Open Street Map 贵州省路网(2018 年 1 月)、12306 网站和百度地图提

取普速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等空间数据。属性数据来源于 2017年贵州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和《贵

州省统计年鉴(2017 年)》分析或计算得到。路网数据不涉及高速铁路，原因在于路网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贵

州高铁开通时间较短，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溢出效应还不显著。同时，也不包括低等级道路，因为县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主要

通过高等级路连接。此外，贵州作为一个内陆开放空间，周边城市与之空间相互联系密切，降低县域可达性测度误差十分关键，

具体是通过提取与贵州联系紧密县域或城市的路网参与贵州县域可达性计算，降低定量误差。依据地缘邻近、城市规模和可达

优势筛选了古蔺县、叙永县、泸州市、綦江区、重庆市、南川区、酉阳县、秀山县、凤凰县、新晃县、怀化市、芷江县、三江

县、南丹县、河池市、隆林县、罗平县、师宗县、富源县、曲靖市、宣威市等 21县域或城市。空间数据的处理以及用于可达性

测度的网络数据集均在 ArcGIS10.2中完成。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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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可达时间 

参照已有可达时间的测算方法
[23-24]

,首先计算某个县至 108县的可达时间，再计算每一个县的平均可达时间。表达式如下： 

 

式中： 表示城市 i的平均可达时间，Tij表示城市 i到城市 j的最短旅行时间，n表示城市个数。因为铁路站点与县域中心

点有一定距离，不能准确或精细地表示县域的可达时间，所以采用公式(2)改进城市可达时间的计算方法。公式(2)中 TTr(i,Ei)

表示起点县域中心点到火车站的时间距离，TTf(Ei,Ej)表示站点与站点之间的最短可达时间，TTr(Ej,j)表示目的地站点到目的地

县域中心点的可达时间，O′f表示站点与节点之间可能的变化线路，若无变化则计为 0,文章中 O′f取值为 0。 

2.2可达性潜力 

可达性包括了可达时间与可达性潜力两个层面的内涵，可达时间的区位优势会释放城市的发展潜力，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产

生影响[23,25]。因此，可达性潜力的计算对分析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首先，采取极差标准化方法消除不同指标的

量纲影响；其次，再计算各县(区)的可达性潜力。表达式如下： 

 

式中：Ui表示 i县(区)的可达性潜力，Pi表示县(区)人口规模，Mi表示城市规模标准化值，Asi表示 i城市的可达时间标准化

值，∂表示距离衰减系数，取值为 1[26]。Mi表示城市的规模，本文选用常住人口规模来衡量城市规模。 

2.3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为绝对水平差异和相对水平差异，度量同一区域内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一般采用相对水

平[12]。因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分析贵州省内县域单元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以采用相对水平更为合理。以往对于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的探讨多采用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单一指标。但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能仅有总量上的差异，

也有质量上的差异。所以，运用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加权系数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合理。为消除测算

各自中指标的量纲影响，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予以解决。经济发展水平系数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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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i表示经济发展水平；Gsi表示 i县域单元地区生产总值的极差标准化数值；Gi表示 i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Psi表示 i

县域单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极差标准化数值；Pi表示 i 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si+Psi)乘以 0.5 是为了让 ei值落到[0,1]

区间内，乘以 100是为了值扩大到[0,100]区间内，数值的调整有利于特征分析与空间可视化。所以，ei的值是位于[0,100]区间，

值越大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越高；反之，越低。 

3 贵州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征 

3.1可达性时间特征 

贵州县域可达时间均已超过 3小时，部分县的可达时间已超过 6小时。假定以 30分钟间隔可将可达时间划分为 7个等级且

不同等级的县个数差异较大。其中，可达时间在 180至 210 分钟之间的县个数达 21 个，210至 240 分钟的县个数达 26 个，240

至 270 分钟的县个数为 16个，270至 300 分钟的县个数为 15个，300至 330 分钟的县个数为 7 个，330至 360 分钟的县个数仅

1个，360至390分钟的县个数仅2个。可达时间位列3至4小时的县的个数占全省的53.4%,4至5小时的县的个数占全省的35.2%,5

小时以上的县的个数占全省的比例仅为 11.3%。可达性时间位列第一梯队的县的个数占比大，但是可达性差的地区占比小。可达

时间位列前十位的县有 7 个，是贵阳市辖县，相反位列末十位的县大部分位于南部或西南部。可达性时间最短的县是乌当区

(180.27分钟);可达时间最长的县是望谟县(372.21分钟),是贵州唯一超过 6小时的县(区)。可达性最优与最差的县，可达时间

的差值达到了 191.94 分钟(大于 3 小时)(表 1)。表明县域交通可达性的强弱效应十分显著，呈现可达性优的县占比多与可达性

差的县区占比少的等级差异特征。 

表 1贵州县域单元的平均可达时间与经济发展水平 

县(区) ei Ai 县(区) ei Ai 县(区) ei Ai 县(区) ei Ai 

乌当区 39.52 180.27 汇川区 39.58 212.54 紫云县 5.85 238.72 碧江区 25.74 280.29 

云岩区 81.02 183.30 镇宁县 12.64 213.83 大方县 18.09 239.88 万山区 12.64 281.11 

南明区 80.85 185.82 石阡县 6.04 216.28 桐梓县 14.28 239.88 道真县 5.79 281.17 

观山湖区 38.64 186.83 凤冈县 6.29 216.81 仁怀市 90.57 240.83 兴仁县 17.11 285.77 

清镇市 43.69 187.50 黔西县 18.62 217.72 剑河县 3.93 242.24 天柱县 10.34 285.93 

白云区 43.71 187.83 凯里市 30.52 217.95 三穗县 5.94 246.32 贞丰县 16.61 287.72 

龙里县 23.67 188.75 长顺县 8.91 220.80 纳雍县 18.85 246.94 赫章县 8.85 290.32 

花溪区 77.55 190.95 丹寨县 3.19 220.99 七星关区 30.41 249.05 沿河县 7.2 290.63 

福泉市 26.56 191.66 普定县 10.98 223.94 德江县 9.89 251.18 务川县 3.53 2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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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坝区 18.61 192.41 开阳县 38.86 223.99 正安县 7.81 251.28 习水县 15.55 296.23 

瓮安县 14.3 192.54 黄平县 2.61 226.55 镇远县 12.46 251.45 锦屏县 5.53 297.73 

贵定县 13.57 193.34 施秉县 5.46 230.31 平塘县 6.36 251.95 松桃县 10.48 298.48 

都匀市 27.25 196.24 三都县 5.45 230.42 印江县 13.65 253.39 荔波县 15.37 303.67 

麻江县 4.11 196.38 织金县 13.88 232.08 江口县 8.42 254.93 盘县 56.41 306.35 

息烽县 43.06 197.74 台江县 5.34 232.50 水城县 24.09 256.95 黎平县 5.25 312.06 

修文县 36.96 200.38 绥阳县 10.65 233.94 晴隆县 8.91 258.95 安龙县 13.03 313.32 

惠水县 8.59 202.60 关岭县 10.59 235.22 岑巩县 5.91 259.28 兴义市 43.08 318.50 

红花岗区 50.22 203.83 独山县 9.68 236.60 榕江县 3.1 266.24 从江县 3.09 320.17 

 

续表 1 

县(区) ei Ai 县(区) ei Ai 县(区) ei Ai 县(区) ei Ai 

湄潭县 8.98 204.72 六枝特区 19.96 236.61 玉屏县 26.66 269.18 威宁县 14.27 326.93 

余庆县 12.47 205.81 金沙县 28.62 237.36 罗甸县 7.94 270.66 赤水市 18.87 331.65 

播州区 32.77 206.66 思南县 10.48 237.78 钟山区 61.08 272.93 册享县 5.73 366.13 

西秀区 30.01 211.64 雷山县 3.41 238.09 普安县 9.95 276.41 望谟县 6.5 372.21 

 

3.2可达性潜力特征 

贵州县域可达性潜力最高的地区是位于贵阳市的云岩区，潜力值达 47.76,常住人口规模为 99.54万人(第 4位),可达时间为

183.30分钟(第二位),可达优势与人口规模大是乌当区呈现可达性潜力高的重要原因。可达性潜力最弱的地区是位于铜仁市的万

山区、黔东南州的台江县和贵阳市的乌当区，可达性潜力值均为 0.01,常住人口规模分别为 11.65万人(第 87位)、11.18万人(第

88位)和 24.33万人(第 66位),可达时间分别为 288.11分钟(第 68位)、232.50分钟(第 37位)和 180.27分钟(第 1位)(表 2)。

可达性差与人口规模小是导致可达性潜力弱的重要原因。具有可达性优势的乌当区也因较小的人口规模成为可达性潜力弱的县

域单元。 

表 2贵州县域单元的人口规模与可达性潜力 

县(区) Pi Ui 县(区) Pi Ui 县(区) Pi Ui 县(区) Pi Ui 

云岩区 99.54 47.76 纳雍县 68.10 1.40 正安县 38.72 0.64 普安县 25.50 0.24 

南明区 89.64 23.15 水城县 74.36 1.35 德江县 37.26 0.60 天柱县 26.21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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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市 48.20 8.39 金沙县 56.95 1.31 习水县 52.11 0.58 道真县 24.67 0.22 

花溪区 65.21 8.29 威宁县 128.37 1.31 黄平县 26.44 0.54 从江县 29.21 0.21 

红花岗区 85.26 5.15 修文县 27.04 1.29 松桃县 49.25 0.53 剑河县 18.18 0.19 

观山湖区 26.78 3.89 盘县 105.34 1.22 关岭县 28.46 0.52 镇远县 20.51 0.16 

瓮安县 39.21 3.74 仁怀市 55.88 1.21 三都县 26.92 0.51 赤水市 24.41 0.14 

白云区 28.39 3.73 桐梓县 52.73 1.14 沿河县 45.30 0.51 江口县 17.44 0.14 

都匀市 46.09 3.58 六枝特区 50.15 1.13 兴仁县 41.85 0.48 麻江县 12.30 0.11 

播州区 68.28 3.54 息烽县 23.16 1.12 独山县 27.09 0.46 三穗县 15.62 0.11 

西秀区 77.90 3.48 思南县 50.23 1.11 紫云县 27.25 0.45 望谟县 23.65 0.11 

平坝区 31.50 2.74 普定县 39.20 1.05 印江县 28.58 0.39 岑巩县 16.16 0.10 

福泉市 29.44 2.63 开阳县 37.39 0.98 黎平县 39.11 0.35 册享县 18.65 0.07 

黔西县 70.71 2.60 龙里县 16.07 0.94 榕江县 28.78 0.34 施秉县 13.16 0.06 

七星关区 115.55 2.49 凤冈县 31.29 0.90 碧江区 31.58 0.33 锦屏县 15.47 0.06 

汇川区 56.98 2.32 石阡县 30.64 0.89 安龙县 36.30 0.31 丹寨县 12.33 0.05 

织金县 79.66 2.16 钟山区 60.84 0.88 长顺县 18.75 0.31 荔波县 12.84 0.02 

凯里市 54.31 1.87 镇宁县 28.55 0.85 务川县 32.24 0.30 玉屏县 12.14 0.02 

大方县 78.87 1.86 兴义市 82.40 0.84 贞丰县 30.87 0.30 雷山县 11.77 0.02 

湄潭县 38.11 1.80 绥阳县 38.30 0.83 平塘县 24.05 0.29 万山区 11.65 0.01 

惠水县 35.54 1.79 赫章县 65.97 0.82 晴隆县 24.60 0.28 乌当区 24.33 0.01 

贵定县 24.19 1.63 余庆县 23.86 0.81 罗甸县 25.93 0.27 台江县 11.18 0.01 

 

通过定量计算得到县域可达时间与人口规模的质心坐标为(245,26),以质心为原点划分可达性潜力为四个等级：可达性强且

人口规模大的Ⅰ级县域(①象限)、可达性强且人口规模小的Ⅱ级县域(②象限)、可达性弱且人口规模大的Ⅲ级县域(③象限)和

可达性弱且人口规模小的Ⅳ级县域(④象限)(图 1)。此外，同等可达时间下县域城市人口规模差异较大，同等城市人口规模下县

域可达性差异显著，表明县域可达性强弱与城市人口规模大小呈现不匹配特征，导致了县域可达性潜力呈现等级差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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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县域可达性时间与人口规模散点图 

3.3经济发展水平特征 

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较大。假定以 10 为间距，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将被划分为 10 个等级。其中，经济发展

水平在 0 至 10之间的县个数为 34个，10 至 20的县个数为 27 个，20 至 30的县个数为 7 个，30至 40的县个数为 9 个，40 至

50的县个数为 4个，50至 60的县个数为 2个，60至 70的县个数为 1个，70至 80的县个数为 1个，80至 90的县个数为 2个，

90 至 100的县个数为 1个。经济发展水平介于 0至 10的县域占全省县域总量的 38.6%,介于 10 至 20 间的县域占比达 35.2%,介

于 0至 20的县域占比超过 69%。但是，经济发展水平 60以上的县域单元仅 5个，占比不足 5.7%(表 1)。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

差系数达到了 0.95,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是隶属于遵义市的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位列

贵州县域第 3 位(640.77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列贵州县域第 1 位(约 112921 元),是中国经济百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达

90.57,是经济发展水平唯一达 90的县域；相反，隶属于黔东南州的黄平县则是贵州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县域单元，地区生产

总值位列贵州县域第 77 位(约 54.1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列贵州县域倒数第 2 位(约 20545 元),经济发展水平仅为 2.61,

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值差约 87.96。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位列第 25 位与第 1 位的数值差达 64.83(位列 25 位后的县域与第 1 位的

数值差都大于 64.83),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单元数量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域单元数量多的“跷

跷板”特征。 

4 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格局 

可达性格局主要分为贵州县域可达时间空间格局与县域可达性潜力空间格局。可达时间空间格局的分析目的是探究贵州实

现县县通高速之后的县域可达时间格局的空间分布形态。路网体系的完善也压缩了县域可达时间，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可达性潜力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与可达性之间关系的重要度量指标，分析县域可达性潜力格局的空间分布形态也就非常

关键。路网体系的完善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已是共识性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空间形态的分析对解析二者之间的空间关

系也十分关键。 

随着县县高速的开通，贵州路网体系被进一步完善，但是县域可达时间的空间分布仍呈现空间不均衡性。可达性最优的地

区位于以贵阳为核心的中部Ⅰ级区域(第一圈层),沿汇川区、余庆县、都匀市、西秀区和黔西县顺时针方向组成的环形区是县域

可达性Ⅱ级地区(第二圈层),沿桐梓县、凤冈县、石阡县、剑河县、雷山县、紫云县、六枝特区、纳雍县、大方县和仁怀市顺时

针方向组成的环形区是县域可达性Ⅲ级地区(第三圈层)。可达性最差的地区位于贵州省南部以册享县为核心的周边区域。在地

理空间上呈现以贵阳为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但是，可达性弱势地区范围较小，得益于贵州县县通高速

的路网体系布局压缩了县域之间的可达时间(图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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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体系的完善有助于释放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可达性潜力是其重要的衡量指标。贵州可达性潜力的Ⅰ级区域位于以贵

阳为核心的都市圈(第一圈层),沿遵义中心城区、瓮安县、贵阳外围县城向毕节市西部县城顺时针组成的区域是县域可达性潜力

的Ⅱ级地区(第二圈层),沿桐梓县、湄潭县、凯里市、平塘县、普定县向七星关区顺时针组成的地区为可达性潜力的Ⅲ级区域(第

三圈层)。总体上，贵州县域可达性潜力呈现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现象，以贵阳为核心的都市圈和以遵义为核心的都市圈构

成的区域为可达性潜力高地区域，由东北部的铜仁市、东部与东南部的黔南州和黔东南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与六盘水市和安

顺市南部县(区)组成的可达性潜力洼地区域，可达性潜力强势地区范围是远远小于弱势地区范围(图 2(b))。 

 

图 2贵州县域可达时间与可达性潜力空间分布格局 

近年来，随着交通可达性的改善，贵州县域经济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呈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核心区)由两块区域组成：一是，以贵阳都市圈、遵义中心城区和仁怀市组成的区域(①+②);

二是，以钟山区、盘县和兴义市为组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廊道(③)。县域经济水平低的区域是由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南部

与东南部、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南部县域组成的洼地连片带(经济发展水平洼地连片带)。其他县域所在的地区则为中等经济发展

水平集聚区，位于经济发展核心区的周边县域(图 3)。总体上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化效应十分显著，经济发展核心区与经济发

展水平洼地连片带之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很大。 

 

图 3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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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知，以贵阳为核心的都市圈与以遵义中心城区为核心的都市圈构成的区域是贵州县域可达性最优地区、县域

可达性潜力Ⅰ级区域和经济发展核心区。此外，县域可达时间、可达性潜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且

呈现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现象。 

5 结论与建议 

以贵州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贵州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

及空间格局。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县域交通可达性强弱效应十分显著(可达时间),呈现可达性优的县占比多与可达性差的县区占比少的等级差异特征。

地理空间上呈现以贵阳为核心向边缘逐渐递减的圈层式空间分布格局。但是，可达性弱势地区范围较小，得益于贵州县县通高

速的路网体系布局压缩了县域之间的可达时间所致。 

第二，同等可达时间下县域城市人口规模差异较大，同等城市人口规模下县域可达性差异显著。县域可达性强弱与城市人

口规模大小的线性不匹配导致了县域可达性潜力呈现等级差异化特征。可达性潜力呈现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现象，以贵阳

为核心的都市圈和以遵义为核心的都市圈构成的区域为可达性潜力高地区域，由东北部的铜仁市、东部与东南部的黔南州和黔

东南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与六盘水市和安顺市南部县(区)组成的可达性潜力洼地区域，可达性潜力强势地区范围远远小于弱

势地区范围。 

第三，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单元数量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县域单元数量多的“跷跷板”现象。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化效应十分显著，经济发展核心区与经济发展水平洼地连片带之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特点，

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很大。 

第四，以贵阳为核心的都市圈与以遵义中心城区为核心的都市圈构成的区域是贵州县域可达性最优地区、县域可达性潜力 I

级地区和经济发展核心区。此外，县域可达时间、可达性潜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不均衡性，且呈现强弱分化

的“马太效应”现象。 

现阶段，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总体疲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缺乏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高地。近年来，随着县县通

高速目标的实现，路网体系被进一步完善，提升了县域单元的可达性，增强了县域间的空间联系。因此，应重点发展具有可达

优势、发展潜力优势和经济基础的区域。以贵阳为核心的都市圈与以遵义中心城区为核心的都市圈构成的区域不仅在地缘上邻

近，而且是三重优势叠加的地区，发展该地区成为贵州县域经济发展龙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有利于扩大对黔中城市群的经济

辐射和提升贵州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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